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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铜石并用时代”的探讨

Exploration about "Chalcolithic Age" of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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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发挥过主体作用的工具和器具材料为名称，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旧石

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其中新石器时代末期人工冶铜技术的出现促进人类社

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在环地中海地区的西亚、北非、欧洲各地，当时的人工冶铜所需的高温技术和

铜矿资源均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铜器的大量需求，导致该地区陷入了上千年低迷的铜器时代，以至

欧洲的历史学界为此专门在新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引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借以分别观察该时段

与其前后阶段显著不同的历史进程。而中华文明区在高温技术和铜矿资源方面的传统优势导致了铜

器生产量和使用量的快速提升、以及非常繁荣的铜器时代，并积极推动了本地的历史进程。在中国

并没有发现环地中海地区那种能显示出铜石并用时代特征的各种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对历史进程的

相应影响，因此中国并未曾经历过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铜石并用时代。

 

 

引言

1836 年丹麦国家博物馆学者汤姆森根据人类演

变历史各阶段在制造各种工具和器具所使用的主要

材料，提出了人类曾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的“三个时代”说[1]。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摩尔

根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成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比较这两种时代划

分方法，石器时代所对应的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

代，由此石器时代又被进一步划分成旧石器时代和

新石器时代两个部分，在时间范围上分别与蒙昧时

代和野蛮时代大体对应；铜器时代的出现加速了人

类进入文明时代的进程，而铁器时代则对应着文明

时代的后续阶段[2]。然而，翻阅考古文献和历史文献

可以发现，在关于铜器时代的概念里还会涉及到红

铜时代、青铜时代，甚至还有铜石并用时代等不同

的观念[3]。

谈及铜石并用时代，通常人们会直观地想到，

新石器时代末期、铜器时代初期的交接过程必然存

在一个石器使用量逐渐减少、铜器使用量逐渐增多

的时段，并把该有限的过渡时段理解为铜石并用时

代。但值得思考的是，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

过渡时一定存在一个旧石器使用量逐渐减少、新石

器使用量逐渐增多的时段，在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

过渡时同样也存在一个铜器使用量逐渐减少、铁器

使用量逐渐增多的时段。可是在考古文献和历史文

献中为什么没有提及新旧石器并用时代和铁铜并用

时代呢？由此可见，铜石并用时代并不能仅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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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铜器逐渐取代石器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年代那么简单。 

人类早期接触到的铜矿石与所涉及的铜器时代

公元前 2000 年之前，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并未

掌握精细控制铜器化学成分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所

制作铜器的化学成分往往与当地铜矿资源是否还含

有其他金属、以及含有何种金属密切相关[4]。在自然

界中早期人类所能遇到的铜矿石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在自然界中蕴藏量较少的氧化类铜矿石，例

如蓝铜矿、黑铜矿、赤铜矿、绿铜矿、孔雀石等；

另一类是占据了自然界蕴藏量主体的硫化类铜矿

石，例如黄铜矿、斑铜矿、辉铜矿、黝铜矿、墨铜

矿、硫砷铜矿、铜蓝等[5]。在较低的温度始终保持固

体状态下，氧化类铜矿石就可以转变成金属铜，属

于低温铜矿石，这类铜矿石也可以在高温下快速地

转变成金属铜；硫化类铜矿石则只有在较高的温度

下才能转变成金属铜，因而属于高温铜矿石[6]。

约公元前五千纪前后，当人们开始人为地制作

铜器时，首先采用的往往是低温人工冶铜技术，尤

其在环地中海地区，囿于当时有限的高温技术，低

温人工冶铜的技术路线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应用[7]。铜

矿石的化学成分中除了铜以外含砷或其他金属元素

的总量很少时，所冶炼并制作出来的铜器就属于红

铜器；否则所制作出来的就可能是砷铜、青铜或其

他类型的铜器[4]。如果某地区人工冶铜的温度无法超

过 1000 ℃ 时，通常只能以冶炼蕴藏量较少的氧化类

铜矿石为主，当温度可以超过、甚至明显超过 1000 ℃
时，就可以冶炼所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类型的铜矿石[7]。

例如，在足够高的温度下冶炼含锡铜矿石，就可以

直接获得锡青铜 (图 1)。

由此可见，由于在自然界中所获得的铜矿资

源 [6−7]、人工冶铜高温技术能力 [8] 以及冶铜技术路

线[9] 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在铜器时代早期的某一阶

段，可能一些地域所制作和使用的主要是红铜器，

因而该地域的这个时段被称为红铜时代；而另一些

地区所制作和使用的主要是青铜器，由此该地域的

这个时段则被称为青铜时代。不论是红铜时代、青

铜时代，还是其他涉及铜的时代都可以统一地归属

到铜器时代这个大的时间概念之内。 

铜石并用时代初步概念的出现与伴生的困扰

人们对铜的最早认知起始于早期的环地中海地

区和北美，早至公元前九千纪在西亚地区就开始出

现由自然铜经捶打而制成的红铜制品，在伊朗地区

先后发现了公元前七千纪和公元前五千纪的自然铜

制品[8]。自然铜就是自然界中的铜矿石在还原性气氛

和环境中自发转变成的金属铜[7]。这些制品的化学成

分以铜为主，虽然也含有各种杂质，但分布不均

匀，总量也很少，并不构成铜器的主要成分，因此

属于基于纯铜的红铜制品。

1861 年 Pearce 观察到[10]，爱尔兰人工冶铜制作

的红铜器出现于青铜工具之前；由此引发出，是否

曾存在一个红铜时代的思考。1877 年意大利学者

G·基那里克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应增

加铜石并用时代为过渡期，因为红铜不宜用来制作

大容器、锋利的武器及工具，且在当时社会发挥的

作用并不大；这一过渡期的观点逐渐也被其他学者

接受，但这个铜石并用时代当时所指的就是红铜时

代[11]。红铜时代这个术语于 1880 年被国际人类学和

史前考古学大会所采用，随后在欧洲得到了广泛认

可[10]。之所以称为红铜时代是因为，北美早期的自

然铜制品和欧洲早期的人工冶铜制品大多是红铜制

品，如古希腊文明之前的爱琴海地区就曾经出现过

许多借助人工冶铜技术制作的红铜器 (图 2)。鉴于红

铜时代的红铜器在数量和性能上都还不足以成为提

高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支撑，人们在使用具有性能优

势的铜工具的同时还不得不大量使用传统的石器工

具，因此，红铜时代也逐渐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

铜石并用时代一词标识出当时在欧洲及包括北非、

西亚、东南欧在内的环地中海地区铜器与石器一起

 

图 1　能直接人工冶炼出锡青铜的硫化铜锡矿石 (中国地质博物

馆，引自国家岩矿化石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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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时代特征，而红铜时代一词则表示所有使用

的铜器以红铜为主，尚未出现青铜器[10−11]。

  

(b)

(a)

(c)

图 2　爱琴海东北部靠近土耳其的利姆诺斯岛 (Lemnos) 波利奥奇

尼 (Poliochni) 城邦遗址出土的公元前三千纪红铜器 (希腊国家考

古博物馆)：(a) 锛；(b) 匕首；(c) 斧
 

“红铜时代”涉及自然铜和人工冶铜两种来源的

红铜器，又与“铜石并用时代”交替或并列出现，两

种称呼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而这两

个时代特征在全世界各地的历史上又未必总是同时

出现。如此种种给后来者完整理解铜石并用时代的

概念以及在不同场合正确地使用造成了很大困扰。

通常认为，在最早出现人工冶铜技术的西亚地区，

其铜石并用时代为公元前 4000 至前 3500 年期间[12]；

也就是说，西亚的人类族群在公元前五千纪早期或

更早的时期发明了人工冶铜技术一段时间之后才开

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因此在一些研究中，铜石并

用时代并不一定要涉及更早期由自然铜制成的红铜

器，甚至也不涉及早期人工冶铜技术出现后的一段

时期。如此，进一步扰乱了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

自然铜形成过程和低温人工冶铜过程都是在铜

矿石始终保持固体状态下转变成的金属铜，由此而

来的自然铜或人工冶炼铜的化学成分主要取决于铜

矿石的自然成分，人类无法作大幅度的干预。早期

北美及环地中海地区的自然铜或人工冶炼铜之所以

往往表现为红铜，是因为该地区作为原料的天然铜

矿石以铜的化合物为主，其他金属元素化合物的含

量很少。由此，对比用铜石并用时代还是用红铜时

代来表达特定地区人类社会刚刚开始进入铜器时代

的相应阶段时可以进一步发现，铜石并用时代一词

反映出了当时所使用各种工具材料的整体特点，而

红铜时代中的红铜一词则更多地与相关地区铜矿石

的成分联系在一起。假如需要更具普遍意义地描述

这个时代，则使用铜石并用时代可能更为妥当，因

为其他地区的铜矿石未必都是以较为单一的铜化合

物为主，所产生的也未必都是红铜。 

中国对铜石并用时代观念的引用和认知

欧洲的考古界认为，红铜时代之后所接续的是

青铜时代，因为所制作的铜器中除了主要含铜之外

还明显含有锡、砷或其它元素，即是在用铜合金制

作铜器[4]。如果用低温人工冶铜技术制作出了青铜，

则所使用的铜矿石块除了含有铜的化合物外一定也

含有其他金属或非金属化合物 (图 1)，所制作出青铜

器的化学成分和尺寸主要取决于铜矿石块的化学成

分和尺寸。如果用高温人工冶铜技术制作青铜，则

可以把不同类型的铜矿石以及其它矿石以一定比例

混合在一起，并把冶炼出的金属加热到熔点以上，

制成特定成分的液态金属，再以铸造的方式制作出

青铜器，或先铸造成青铜锭，然后打制成各种青铜

器。早期的人类并不掌握控制青铜器化学成分的系

统性知识，主要依靠积累的经验去调配不同铜矿石

或其它矿石的比例，并借助较晚期才实现的高温冶

铜技术制作出不同成分的青铜器[7]。由此可见，欧洲地

区红铜时代与青铜时代的先后顺序显然与历史上当地

铜矿资源的开发过程以及冶铜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鉴于早期中国虚弱的考古研究能力，上世纪初

期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受邀来中国从事考古研究[13]，

他基于西方对铜器时代研究的已有认知于 1923 年提

出：中华文明初期的仰韶文化时期属于中国的新石

器时代末期到铜石并用时代[14]。20 世纪 50 年代，在

甘肃齐家文化的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和永靖大何庄遗

址先后考古发掘出了公元前 2000 年之后中国夏代的

若干铜器，且化学分析确认均为人工冶铜制作的红

铜器，符合欧洲考古学界对红铜时代的认知；当

时，尚未形成对中国更早期铜器考古发掘的深入研

究，因此相关的中国考古研究认为，皇娘娘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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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何庄遗址的红铜器说明中国在齐家文化时期进

入了红铜时代[15−16]。基于安特生关于中国铜石并用

时代的观念，中国的一些研究还把铜石并用时代从

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区进一步推广到黄河中下

游的龙山文化区；同时也注意到，涉及铜石并用时

代的一些地区并不全是红铜器，也会有青铜器，由

此已偏离了欧洲铜石并用时代的初始理念[17]。

中国的考古界在研究铜石并用时代的同时，也

逐渐出现了对中国是否存在红铜时代的一些质疑，

因为中国所涉及的铜石并用时代或红铜时代往往同

时存在青铜、黄铜等其它铜器，并不符合欧洲铜石

并用时代的基本理念[18−19]。相关的研究发现，如果

铜石并用时代是普遍现象的话，西亚、北非、欧洲

的铜石并用阶段明显区别于东方各地[20]，前者的铜

石并用时代延续的时间很长，而后者延续的时间有

限且时间边界很不清楚，甚至中国可能并不存在铜

石并用时代[21−22]。

基于在套用欧洲铜石并用时代时所遇到的种种

困难，一些分析首先认定了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存在

的必然性，然后依照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

过渡时期人工冶铜技术的特征，以及红铜、黄铜、

青铜等多种铜器共存的种种现象，重新描述了铜石

并用时代的内容，但仍使人感觉到在时间长度和地

域连续性方面存在一些障碍和不适应性[23]。另一方

面，一些研究把西亚的铜石并用时代扩展到约公元

前 6000 至前 3100 年，东南欧的铜石并用时代扩展

到约公元前 5200 至前 3500 年；这样一来，铜石并

用时代所对应的红铜不仅覆盖了早期人工冶铜所制

作的红铜器，也连接到了西亚和东南欧的人工冶铜

技术出现之前由自然铜制作的红铜器；面对学术界

并不普遍承认中国存在铜石并用时代的现象，另有

研究在同样认定了中国存在铜石并用时代的基础

上，确认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为公元前

3000 至前 2500 年，覆盖了许多早期红铜器出现的时

期[24]。 

中西方社会铜器时代的人工冶铜量与铜石并

用时代的核心要素

对环地中海地区早期人工冶铜技术发展和铜器

使用情况的系统性研究显示[9]：由于高温技术的局

限，当时的人工冶铜技术只适合利用那些在较低温

度下就可以转变成铜的铜矿石，且随着对铜器的需

求量不断增加，逐渐耗光了低温可转变的铜矿石，

导致铜器生产量和使用量的下降，不得不仍然大量

使用传统的石质工具，进而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之后环地中海地区开始尝试改进高温技术、探索利

用适于高温冶铜技术的铜矿石，并在约公元前

2500 年取得了突破，促使地中海东部盆地、小亚细

亚、奥地利、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地区的铜产量明显

增加，也逐步终结了铜石并用时代。然而，由于当

时的铜矿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6,25]，即便解决了高

温技术障碍，该地区总体上仍长期保持了比较低迷

的铜器使用状态 [26]。据不准确的估计，公元前

2000 年至前 700 年铜器时代晚期的约 1300 年期间，

上述广大地区内累计的铜器总产量约为 50 万 t，平

均每年仅几百吨[9]。而反观中国的人工冶铜历史则是

另外一种景象。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铜器时代中国主要的古采矿

冶铜遗址分布区，迄今为止在该地区的远古人工冶

铜遗址中已经有了一些考古发掘。湖北铜绿山是古

荆州的产铜基地，在该基地的冶铜遗址上堆放的铜

炼渣有几百万吨，涉及到商周铜器时代[27]。经铜绿

山部分冶铜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多达 40 万 t 的
铜炼渣 [28]。以先秦时期的铜器生产为主进行推测，

产生这些铜炼渣所对应的粗铜生产量应达到了

8~12 万 t[28−31]。安徽省内有 20 处先秦时期的铜矿

点，矿点附近的冶铜遗址所堆积的铜炼渣达百万吨以

上，其中南陵地区冶铜遗址的铜炼渣有约 30 万 t[32]；

以先秦时期为主，铜陵地区堆积下来的铜炼渣总量

约在 40 万 t 左右[27]，而在滁县的何郢遗址堆积的铜

炼渣则估计有 50 万 t[33]。在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古采

矿区发现了夏商时期数十万吨的冶炼炼渣[31]。以上

并不是对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商周时期人工冶铜

生产完整的考古发掘与统计。如果以铜炼渣堆积量

的十分之一来粗略地推算当时的铜产量，则从商周

初期至末期的 1000 多年以来，长江中下游的湖北、

安徽、江西三省在上述冶金遗址区域总共生产了约

100 万 t 或更多的粗铜。如果考虑三省完整的冶金考

古数据以及中国其它各省同时期可能的粗铜产量，

中国商周时期铜器的总产量一定是个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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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0 世纪末期，前苏联考古学者切而尼 (Chernykn)
曾分析过包括保加利亚在内、喀尔巴阡山–巴尔干等

东南欧地区在公元前 5000 至前 1000 年期间金属生

产量的起伏变化 [34]，图 3 示意性地给出了分析结

果。可以看出，该地区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后达到金

属生产量的一个高峰后迅速跌入低谷，然后到约公

元前 1500 年之后，铁器时代来临之前又再次进入高

峰期 (图 3)。这里所显示的低谷时期与上述环地中海

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9]。由此可见，最初的铜器生产

量达到一个高峰期后，又显著下降直至下一个高峰

期来临，这 2 个高峰期之间的时段应该就是所谓的

铜石并用时代；即因铜器产量大幅度下降，又不得

不增加石器的使用量。这或许与当时欧洲的人工冶

铜技术尚未能广泛地去冶炼高温铜矿石有关[9]。同

理，西亚地区才会在公元前 5 千纪出现人工冶铜技

术之后的公元前 4000 年才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12]。

由于在高温技术上的传统优势[7]，早期中国并不会出

现类似的现象，即中国难以出现铜石并用时代。
  

金
属
生
产
量

5000 4000 3000 10002000

年代 (公元前)

图  3　公元前 5000 至前 1000 年东南欧地区金属生产量的起伏

变化[34]
 

欧洲的历史、考古界在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

之间增添了铜石并用时代，以便于观察和分析相应

的历史进程；其核心要素在于：已发明了人工冶铜

技术并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铜工具之后，在非常长

的时间内，环地中海地区因高温技术和当时可利用

铜矿资源方面的限制造成了铜器生产量的下降并长

期陷入低迷的使用状态。这个漫长的铜石并用时代

影响了该地区历史演变的进程，以至历史学家们不

得不单独地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进行针对性的

观察、阐述和分析。长期的铜石并用时代甚至对后

续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特征产生了影响 [26−35]。

旧石器时代是古猿向现代人转变以求生存的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史前人类借助定居、农耕畜牧以求温

饱的时代，铜器时代则是人类追求温饱有余的生存

并进入文明状态的时代；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的划

分不仅缘于它们在物质本性上的差异，而主要在于

它们对各阶段人类的追求都分别提供了关键性的支

撑[2]。单独列出铜石并用时代也在于其对历史进程的

上述明显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没有提出或罗

列出新旧石器并用时代、铁铜并用时代等过渡阶

段，因为那并没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尽管不论多么

短暂，在历史上这类过渡性的阶段一定是存在

过的。

因为当时出现的大多为红铜器，所以欧洲的铜

石并用时代往往也称为红铜时代，其客观原因在于

该地区当时可利用的铜矿资源以单一的铜化合物为

主。由于铜矿资源的差异，世界各地未必都存在或

率先出现红铜器，也未必都出现长时间以使用红铜

器为主的阶段。中国开始进入铜器时代的初期所能

观察到的，就是黄铜、锡青铜、砷铜、白铜、红铜

共存的现象；在许多地方虽然都发现了早期的红

铜，但从未出现过长期单一使用红铜的阶段[4]。中国

的铜矿资源不仅遍及各地，而且种类多样[6]。在只能

采用低温人工冶铜的铜器时代初始阶段，一块同时

含有铜的化合物和其他化合物的铜矿石在足够高的

温度下经窑炉烧制后就会直接转变成黄铜、锡青

铜、砷铜或白铜，因此很难对照环地中海地区相应

地寻找出中国的红铜时代、哪怕是短期的红铜时

代。另一方面，因高温技术和铜矿资源充分利用方

面的优势，在中国无法形成铜器制作长期低迷的状

态以及欧洲历史考古界论及的铜石并用的时代特

征；在中国一旦出现人工冶铜技术就会很快发展成

极为繁荣的铜器时代，并因而影响到中华文明的特

征 [36]。生硬地划分出中国某个时段为铜石并用时

代，并不能产生出上述的诸多历史价值和意义，也

无法与环地中海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相对应。

中世纪末期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活跃的思想

文化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随后欧洲各国综合国

力日益强大，其思想意识对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

大；相应地，欧洲对周围世界的各种认知逐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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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被各国认可。欧洲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

知识通常涉及的是比较客观的普适性规律和认知，

世界各地在此方面往往不会产生显著争议。然而，

伴随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一起向非西方社会扩张并夹

带着大量欧洲历史文化主观视角的社会科学知识，

则通常不具备普适性；人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谈到

的“国际共识”往往仅是欧洲社会的共识，未必都适

用于经历了不同历史文化过程的非欧洲国家。如果

在社会科学领域如同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样，盲目按

照欧洲相关学术界的理念来阐述和理解非欧洲国家

的历史文化，就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甚至会做出错

误的解读。这一点也适合于对铜石并用时代的分析

和理解。 

结束语

人工冶铜技术出现以来，囿于高温技术和铜矿

资源的限制，包括西亚、北非、欧洲在内，环地中

海地区铜器的制作和生产曾经成千年地陷入了低迷

状态，并影响到了欧洲文明的历史演变和所形成文

明的特征，使得欧洲的历史、考古学界需要在其铜

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划分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与不

存在新旧石器并用时代或铁铜并用时代的原因相

似，鉴于明显不同于环地中海地区人工冶铜技术的

发展和历史进程，从冶金考古学的角度观察，中国

并不存在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去寻找出一个没有特殊

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铜石并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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